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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投资与出口产品多元化
*

杨汝岱 吴群锋

摘要:企业“走出去”包括对外投资和对外出口两种方式,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与作用的关

系。基于产品多元化是企业战略扩张和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这一典型事实,本文以企业对外投资

和出口的匹配数据为基础,研究对外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基本的理论分析表明,对

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的当地信息优势,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成本,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本

文接下来以PSM匹配方法构造对照组并运用倍差法和三重倍差法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研究结果

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这一效应在考虑了对照组的差异性之后依然

稳健,且动态效果检验显示这一促进效应是长期持久的,至少在五年之内都具有显著的效果。本文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当地市场信息不仅促进了新产品进入,同时使

得老产品退出当地市场的比率下降并延长了每个产品的出口存续时期;对贸易壁垒越高的国家,企

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品多元化提升效应越强,体现了对外直接投资缩减企业贸易成本进而促进出

口产品多元化的经济机制。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新时期如何看待对外投资与出口的关系有一定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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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进而“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举世瞩目的贸易大国,“中国制造”产
品遍布全球。然而,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贸易强国,中国出口企业的效率、规模效益、获利能力都与

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随着中国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出口结构转型升级成为实现贸易强国的重要

战略关键,而促进更为高效、具有更强出口能力的出口企业的形成是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微观基础。
考察企业出口多元化与绩效的关系,本文参考杨汝岱、李艳(2013)将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

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以2006年为例,表1是企业出口多元化及其绩效的基本描述统

计。可以看到,出口产品数量较少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效率相对偏低;而出口产品数量较多的企业

规模较大、效率也更高。21.72%的企业只出口一种产品,但其总出口额占比只有5.91%,出口份额

远远低于企业数量份额。而出口10种以上产品的企业数量占比为19.57%,出口额占比则为

54.91%。出口明显由多产品企业主导。接下来将企业按出口产品数量分为三组并比较其绩效,第
一组为出口产品数量不超过3种的企业,第二组为出口产品数量为4~9种的企业,第三组为出口产

品数量10种及以上的企业。首先,出口产品种类越多的企业总出口规模和人均出口规模均更大。
其次,基于GMM、LP、OP三种方法计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可以看到,不论用什么方

法计算,多产品企业的TFP水平均高于出口产品数量较少的企业的TFP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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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企业出口多元化及其绩效的描述统计

出口产品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企业数量占比(%) 21.72 15.88 11.58 8.66 6.90 5.21 4.14 3.45 2.89 19.57

出口额占比(%) 5.91 7.58 6.67 4.71 5.85 4.56 3.60 3.05 3.16 54.91

log(总出口均值) 12.99 14.32 15.22

log(人均出口额均值) 7.96 9.03 9.57

TFP(GMM) 7.01 7.10 7.32

TFP(LP) 6.21 6.39 6.66

TFP(OP) 2.53 2.59 2.78

  数据来源:2006年中国海关企业层面进出口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

由此可见,多元产品企业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且企业多元产品生产与出口能力越强,生
产率水平越高(Mayer,2014,2016;Bernardetal,2010,2011)。因此,如何促进中国企业出口能力

的提升、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的提升,是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升级进而构建贸易强国的重要议题。而

目前却少有文献对如何提升中国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这一命题进行讨论。有鉴于此,本文希望

通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在全球贸易壁垒背景下,就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

进行讨论。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迅速发展,许多文献已经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

量、生产率、研发创新、劳动力就业等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蒋冠宏、蒋殿春,2014a,2014b;毛
其淋、许家云,2014a,2014b;李磊等,2016)。其基本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

的对外出口、生产率提升等企业绩效表现。然而,这些文献的研究结论均是基于单产品企业的隐含

假定而得到的,这就造成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包含了多产品企业的平均效应。在多产品企业占据中国

对外出口主流的背景下,这样的平均效应难以在企业产品层面上深入揭示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效

应。此外,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出口绩效研究上,现有文献总体上缺乏对相应作用机制的分析。
本文讨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文

章首先从理论上讨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的当地信息优势,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成本,促进企

业出口产品多元化。在采用PSM匹配方法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验组企业匹配对照组企业的基

础上,本文使用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及三重倍差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
ence)从三个层面上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品多元化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检验与分析。本文的

主要结论和贡献包括:第一,基于Bernardetal(2010,2011)的理论模型框架,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

在目的国贸易壁垒背景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缩减企业出口成本,进而提升出口产品多元化的

理论机制。从文献的角度看,这对从当地化信息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内生决策机制有重要的意

义。第二,实证检验基准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这一效应在考虑

了对照组的差异性之后依然稳健,且动态效果检验显示这一促进效应是长期持久的,至少在五年之

内都具有显著的效果。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本地化信息优势从而降低企业贸

易成本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的,这一机制从新产品进入、老产品存续期、国别贸易壁垒异质性等角度

均得到了验证。此外,本文从进口关税、进口报关成本和贸易自由化水平三个贸易壁垒指标入手,就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品多元化效应的机制进行研究。三重倍差法回归结果统一表明,对于贸易壁

垒水平越高的目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品多元化水平也越高,也印证了本文理论模型提出

的本地信息成本作用机制。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将产品多元化的“黑盒子”做了一定程度的深入剖

析,有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产品多元化这一企业主流生产模式问题。

二、理论模型

本部分构建一个多产品企业出口均衡理论框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

响效应。理论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企业生产存在规模效应,多产品企业生产以及对外出口具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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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倾向。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形成企业均衡时的多产品出口范围。企业对特定目的国开展对

外直接投资,能够获取目的国市场的信息等关键因素,从而为企业出口提供便利,改变企业原本均衡下

的多产品出口行为。当企业出口面临较高的贸易壁垒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市场信息等因素

对促进企业向当地出口就显得更为重要,进而引出贸易壁垒的二阶影响效应。理论模型提出本文需要

验证的两个核心假说,作为本文展开实证检验的基本依据。本文理论模型基本框架是基于Bernardetal
(2010,2011)的多产品企业出口理论模型,在其基础上引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及贸易壁垒的影响。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具有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U=[∫
1

0
Cυ

jkdk]
1
ν,0<ν<1。其中,j表示国家,k表示产

品,Cjk为代表性消费者对来自j国的产品k的消费。在每个产品之内,诸多企业生产具有水平差异的

产品的各个品种,Cjk本身也是这些产品品种的一个CES加总:Cjk={∑
J

i=1
∫ω∈Ωijk

[λijk(ω)cijk(ω)]ρ}
1
ρ,0<

ρ<1。其中,i和j表示国家,ω为由i国生产而向j国销售的产品k内的某一个品种,λijk则是这些品种

的集合;Ωijk表示水平产品属性。j国的产品k价格指数为:Pjk= ∑
J

i=1
∫ω∈Ωijk

pijk(ω)
λijk(ω)

æ

è
ç

ö

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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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i国的某一企业f 向j国进行出口,面临着三方面的成本:首先,企业面临着诸如目的国关

税等企业自身无法影响的可变贸易成本或贸易壁垒,这一类成本设为τij;其次,为进入j国市场进行

销售,i国的企业f 向j国进行出口所需的固定生产成本为Fij(Fij>0);再次,由于企业自身可以通

过各种方式对目的国市场进行搜寻、探索进而降低其自身出口所面临的成本,例如通过不同渠道搜

寻目的国市场信息、通过学习已有经验了解出口所需信息。因此,本文设定企业进行出口所面临的

成本在企业层面上具有差异性。具体到本文所关注的焦点中,如果企业通过FDI等方式在目的国市

场进行搜寻探索,那么企业就得以更加了解目的国的相关市场信息,企业所面临的这部分出口成本

也将更低、更有利于企业出口。具体的,本文将这一成本设为vfij,且有 ∂vfij

∂FDIfj
<0。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发现,FDI的作用方式与可变贸易成本相似①。那么,根据加成定价法则,i

国生产率水平为φf 的企业f 向j国出口属性为λ的最优产品定价为②pfij=vfijτij
1
ρ
wi

φf
。因此,本文

可以得到该企业出口该种产品到j国的收益为rfij(vfij)=(wivijτfij)1-σwjLj(ρPjφfλ)σ-1。企业的相

应利润为πfij(vfij)=
rfij(φf,λ)

σ -wiFij。

通过将利润函数与零值对比,容易看出,企业f向j国出口的产品,其产品属性存在一个临界值

λ*
fij,企业只能出口不小于这一产品属性水平的产品,若企业出口低于这一产品属性水平的产品则将

带来亏损。因此,λ*
fij的值由以下零利润条件决定:rfij(λ*

fij(vfij))=σwiFij。
由此,得到i国的企业f 能够向j国出口的产品属性临界值表达式为:

λ*
fij(vfij)=vfijτij(σwiFij)

1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1)

就这一临界值分别对τij、Fij和vfij求导:

∂λ*
fij(vfij)
∂τij

=vfij(σwiFij)
1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0

∂λ*
fij(vfij)
∂Fij

= 1
σ-1

vfijτij(σwi)
1

σ-1(Fij)
2-σ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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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两方面的因素,本文理论模型均衡分析中未引入企业进行FDI所需成本及其影响:一方面,企业进行FDI
的目标及收益是多元的(蒋冠宏、蒋殿春,2012),而成本却是统一的,而本文重点关注FDI对企业产品多元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注意到引入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并不会影响本文理论模型的主要结论。简便起见,不再将企业

进行FDI的成本引入模型。
此处产品属性为横向(horizontal)产品特性。



∂λ*
fij(vfij)
∂vfij

=τij(σwiFij)
1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0 (2)

式(2)表明,产品属性临界值对τij、Fij和vfij的一阶导数均大于0。这意味着:一方面,对于贸易

壁垒越高的目的国,出口难度越高,企业的临界产品属性值越高、出口产品种类及多元化程度越低;
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在j国进行FDI,得以在目的国当地搜寻市场,其所面临的出口成本vfij下降,能
够出口的产品属性临界值随之降低,出口产品种类数量及产品多元化水平也随之增加。由此可以得

出本文第一个理论假说。
假说1:贸易壁垒越高的目的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越低;企业进行FDI缩减了企业向目

的国进行出口所面临的出口成本,引起了企业向目的国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的上升。
进一步,在式(2)一阶条件中对企业所面临的贸易壁垒交叉求导:

∂2λ*
fij(vfij)
∂vfij∂τij

= (σwiFij)
1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0

∂2λ*
fij(vfij)

∂vfij∂Fij
= 1

σ-1
τij(σwi)

1
σ-1(Fij)

2-σ
σ-1(wjLj)

1
1-σwi(ρPjφf)-1 >0 (3)

这意味着,当企业出口所面临的贸易壁垒τij或Fij越高,企业进行搜寻之后引致的vfij的下降所

引起的出口产品属性临界值λ*
fij降低的幅度也越大,此时企业出口产品种类数量越多、出口多元化水

平越高。由此可以得出本文第二个理论假说。
假说2:对于出口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越高的国家,进行FDI之后企业成本降低效应越显著,企

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增进幅度越高。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使用说明

本文核心数据来源于商务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与海关数据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

业名录由商务部维护,提供了历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名称、投资目的国市场等关键信息,是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领域相关研究使用的重要数据库。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以美元计价)由
中国海关按照国际海关制定的“协调商品名称与编码体系”对企业的进出口行为按照月度统计汇报

所得。对于每一个企业,该数据库详细报告了其出口到每一个目的国市场的一个编码产品的价值

量、数量、贸易方式、来源地与目的国等信息。
本文主要研究2004-2006年①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并为这些企业匹配2000-2010年的

出口数据,以保证在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前后均有足够长的时间区间进行对比分析。本文通过企

业名称对这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对外直接投资名录数据中在海关数据中有记录的企业1169
家,作为本文核心关注的实验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名录数据还提供了企业投资的目的国信息,通
过使用海关数据,匹配企业-目的国层面的信息匹配,获得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向目的国的出口数据

信息,作为本文的实验组数据。同时,通过下文将介绍的构建方法获得对照组企业,并从海关数据中

匹配出相应的对照组企业-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
在控制变量中,本文控制了目的国市场的GDP、收入水平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此外,对本文

理论模型假说2进行验证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衡量企业向特定国家进行出口所面临的可变成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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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4年之前,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大、影响较小,直到2004年之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才形成迅速的发展态势并得到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关注2004年为起始投资数据年份的投资影响,这也是文献中学者

们对中国对外FDI常用时间初始点。为尽量使本文研究区间保持投资前后时间区间的连贯性和对称性,并考虑到海

关出口数据的可得时间跨度,本文将研究点聚焦在2004-2006年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企业,并将这些企业的出口

数据研究区间设定在2000-2010年,以完成对FDI整体影响及动态长期影响的有效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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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这些成本的合适代理变量应当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它们应当能够切实反映企业所面临

的目的国市场层面的出口成本;其次,它们应当对企业是否进行FDI这一行为满足外生性。考虑上

述两个重要标准,并借鉴Ahnetal(2011)和钱学锋、熊平(2010)的研究,本文采用三个指标分别衡量

企业出口所面临的出口成本。在开展异质性检验过程中,本文使用到可变(冰山)成本与固定成本等

指标。具体指标和数据来源包括:
各国进口关税(MFN):各国平均关税是企业向该国进行出口所面临的可变成本的直接体现。

本文采用这一变量作为企业出口所面临的可变成本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网站。
各国进口所需成本及时间:世界银行DoingBusiness数据提供了各国进出口过境所需的金钱成

本和时间成本等数据,可用作企业出口固定成本的代理变量(Ahnetal,2011)。鉴于时间成本与金

钱成本分别体现了不同维度的企业出口固定成本,本文同时采用这两个指标,作为企业出口固定成

本的代理变量分别引入回归(均取对数),以探究出口固定成本所产生的影响异质性。
贸易自由化指数:由 TheHeritageFoundation(美国传统基金会)维护的IndexofEconomic

Freedom指标数据提供了自1995年以来,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
融自由、商务自由、财政自由、政府规模、货币自由、知识产权和腐败等9个方面的各自得分和总体得

分(钱学锋、熊平,2010)。出于前述“外生性”选取标准原因,本文仅采用了其中的“贸易自由”指数作

为反映各国的固定贸易成本的主要指标。本文采用各国中的最高得分与各国得分的比值进行衡量。
比值越高,表明该国的贸易越不自由、贸易固定成本越高。

(二)主要被解释变量指标构建:企业-国别-年份层面出口额及产品多元化

出口额(取对数)。为了表明FDI对产品多元化的促进同时伴随着出口量的增加,从而体现企业

进行FDI对企业产品多元化促进的系统效应,本文首先采用企业向目的国当年出口产品的出口额

(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验证。
出口产品品种数。企业出口的产品品种数可以直接体现企业出口多元化程度的高低(Bernard

etal,2010,2011)。本文使用了企业在六分位 HS产品层面上向目的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作为产品

多元化的代理变量之一。
产品多元化指数。借鉴Lopresti(2016)的做法,本文采用以下赫芬达尔型指标,作为产品多元

化指数对每个企业每个年份向每个出口目的国层面的出口产品多元化程度高低进行度量:

Divfct =1-∑
h∈Ωfct

Salesfcth

∑h∈Ωfct
Salesfcth

æ

è
çç

ö

ø
÷÷

2

(4)

其中,Divfct表示企业-目的国-年份层面的产品多元化指数,f代表企业,c代表目的国,t代表

年份,h代表企业出口的 HS六分位产品,Ωfct是f 企业t年向c 国出口的全部六分位产品集合。

Salesfch是t年f 企业向c目的国出口的h产品的出口额。可以发现,Divfct值越大,表明企业该年向

该国出口的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出口产品销量越是分散于诸多种类的出口产品之间,反之则表明

多元化程度越低、出口产品销量越是集中于少数产品。
本文在每一类回归中均同时对以上三个维度的多元化指标进行回归并汇报相应结果,通过以上

三个变量,本文得以将企业-目的国-年份层面的产品多元化进行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度量,进而增

强本文结论的真实可靠性。
(三)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倍差法,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视为一次拟自然实验,就FDI对产品多元化影响的因果

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分析思路是: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视为实验组企业,未进行对外直

接投资企业视为对照组企业,对比两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前后的产品多元化差异。
首先,定义本文样本中进行FDI的企业为实验组企业,在获得实验组企业向投资目的国出口数

据的基础上,根据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根据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特征作为匹配变量,采用配

对的方法挑选出在样本年份中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作为对照组企业,运用这些企业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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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作为对照组数据。运用匹配方法构建对照组,对照组企业与实验组企业在多个维度下相似,二
者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其次,本文采用倍差法比较这两组企业向特定目的

国市场的出口产品的多元化特征变量,以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具

体的倍差法回归模型可表示为:

yfct =α+βTreatPostfct+δf +δc+δt+γX +μfct (5)

其中,yfct为f 企业在t年向c国的出口产品多元化特征变量。本文选取出口额、出口产品种类

数、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三个特征变量,以系统体现企业出口多元化提升效应;TreatPostfct为倍差

项,只对实验组企业向其投资目的国进行投资当年及之后年份的观测值赋值为1,其余观测值赋值为

0;δf、δc、δt 分别表示企业层面、国别层面和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X 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μfct为随机误

差项。根据倍差法的基本思想,双重倍差项TreatPostvfct的估计系数β即为企业进行FDI对企业产

品多元化的真实影响。
根据本文前述理论假说,企业在进行FDI之后其产品多元化水平将提升,因此,本文预期β的系

数为正。模型中加入的企业、出口目的国、年份三个维度上的固定效应,一方面是由于倍差法模型设

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则能够较为严格地控制大量不随企业个体、目的国和时间变化的可能相关变量,
诸如常见的引力模型方程变量、中国各年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均被这些固定效应所吸收,
在其他控制变量(X)的选择上本文借鉴Bernardetal(2010,2011)和Mayer(2014)等文献做法,在基

准回归中加入了两个可能影响企业出口额和出口多元化的控制变量:(1)出口目的国当年 GDP
(Host-GDP,取对数);(2)目的国当年人均收入水平(Income,取对数)。

在上述倍差法模型的基础上,为了考察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产品多元化的动态影响效应,
本文采用以下估计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yfct =α+βv∑
5

v=1TreatPostvfct+δf +δc+δt+γX +μfct (6)

其中,TreatPostvfct为各年份倍差项,即若实验组企业f向c国进行FDI,若年份t为其进行FDI
之后第v年,则取为1,否则取0,其他参数定义同式(5)。系数βv 反映了企业进行FDI后第v年的真

实效应。鉴于本文所选取数据时间跨度,同时为保证这一动态分析的有效性,本文考察了企业进行

FDI后5年的动态影响效应。
为了进一步对FDI的作用机制进行识别,本文引入三重倍差变量,使用三重倍差法进行验证。

将目的国特征变量与倍差法的交叉项设为三重倍差项,以判断面对不同贸易壁垒水平国家,企业进

行FDI的差异性效应。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yfct =α+βTreatPostfct+λ1TradeBarrierct+λ2TradeBarrierct·TreatPostfct

+δf +δc+δt+γX +μfct (7)

其中,TradeBarrierct变量为c国在t年的贸易壁垒水平变量,本文采用各国关税水平、进口所需

时间及成本和贸易自由化指数作为其衡量的主要代理变量,其他参数定义同式(5)。三重倍差项

TradeBarrierct·TreatPostfct的系数λ2 为在不同贸易壁垒下FDI效果差异的体现。根据前述理论

模型及假说,一方面,对于贸易壁垒越大的目的国,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越低,本文预期变量

TradeBarrierct的系数λ1 为负;另一方面,对于贸易壁垒越大的目的国,企业进行FDI的多元化效果

越大,本文预期系数λ2 为正。
(四)实验组与对照组的确定

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名录中的企业及其投资目的国信息与海关数据中相应企业向相应目

的国的出口数据的匹配,本文选取出2004-2006年1169家企业对其投资目的国的出口数据,作为

实验组数据;另一方面,本文采取匹配配对的方法为这些企业匹配对照组数据,以缓解对外直接投资

决策的内生性。PSM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将内生决策模型化,筛选出控制了内生化决策过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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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组企业。
首先,使用Logit回归分析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借鉴已有文献中①关于企

业决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的相关结论,本文选取5个解释变量进行回归:(1)企业

当年出口额(lnExport),以当年企业出口总值的对数值表示;(2)出口目的国数量(lnNum_dest),
即当年企业出口的目的国个数的对数值;(3)是否为国有企业(SOE)虚拟变量,若企业所有制为

国有,则记为1,否则为0;(4)当年汇率水平(Exchange_rate,对美元),以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

率水平表示;(5)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lnCHNGDP),以中国当年 GDP总值取对数表示。可以

看出,企业的出口额越大、出口目的国数量越多、当年中国经济体量越大,则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

资的概率越高;汇率的上升则不利于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且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的概率更大,体现出政府推动力在国有企业进行FDI决策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结果均与已有文

献的结论一致。

表2 PSM匹配效果的结果检验

变量 是否匹配
平均值

还原百分比
(%)

检验

处理组 对照组 偏差百分比 |bias| t p>|t|

lnExport
否 14.97 13.06 82.0 28.41 0.000

是 14.97 14.98 -0.4 99.5 -0.11 0.916

lnNum_dest
否 2.21 1.34 67.5 25.29 0.000

是 2.21 2.22 -1.2 98.2 -0.28 0.778

SOE
否 0.26 0.08 50.0 23.24 0.000

是 0.26 0.26 0.4 99.2 0.08 0.936

Exchange_rate
否 0.12 0.12 37.1 12.19 0.000

是 0.12 0.12 -1.1 96.9 -0.29 0.773

lnCHNGDP
否 28.5 28.46 44.8 13.94 0.000

是 28.5 28.5 -0.6 98.6 -0.17 0.862

  注:“偏差百分比”表示对照组与实验组偏差的百分比,t统计量表示 ATT统计量代表的t统计量,p值表示t统

计量的显著性。

其次,根据Logit回归结果,本文为实验组企业和各个待选对照组企业计算倾向性得分(propen-
sityscore),并使用最近邻匹配原则为每一个实验组企业匹配相应的对照组企业,匹配比例设定为

1∶10。表2汇报了PSM匹配效果的结果检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匹配之前,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

企业在各个变量维度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而在匹配之后,本文所得到的对照组企业与实验组企业

之间的差异显著缩小,表明本文所得到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各个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匹配

前后实验与控制组概率密度函数图②,可以看出,匹配前实验组企业倾向性得分总体概率密度与对

照组企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概率密度高度重合,也体现出本文匹配结果

的有效性。由此,本文即为实验组企业得到了对照组企业。
最后,通过为这些选定的对照组企业与海关数据匹配,本文选取对照组企业实际发生的所

有出口数据,作为本文的对照组数据。在对照组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将研究国别严格

限定于实验组企业进行FDI的目的国之上,以消除可能存在的相关干扰,得到的结论并没有发

生改变。
在进行回归计量分析之前,本文分别绘制了在2005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验组企业与其相

应的对照组企业出口额、出口产品多元化随时间变化趋势折线图,如图1和图2所示。
观察图1和图2,本文可以得出四个结论:首先,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前,实验组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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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额折线图

图2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折线图

与对照组企业数据满足平行性假设。对出口额而言,在2005年之前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出

口额相近,对照组企业出口额平均值略高于实验组企业,且二者有着相同的上升趋势;对出口多元

化指数而言,在2005年之前实验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的平均值非常接近,且有着完全相似的波动

趋势。这一结论也同时表明了本文PSM 匹配结果的有效性,为本文后续的倍差法分析结论的可

靠性奠定了基础。其次,企业进行FDI对企业产品多元化水平有迅速而显著的提升作用。从图1
中可以看出,在进行FDI的当年,即2005年,实验组企业对目的国的出口额平均值开始超过对照

组企业,而在此前则一直略低于对照组企业;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进行FDI的当年,实验组企业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迅速超过对照组企业,显示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实验组企业产品多元化迅

速而显著的提升效应。再次,企业进行FDI对企业产品多元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是长期持久而渐进

增长的。实验组企业出口额、多元化指数在2005年及之后各年份与对照组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
即使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多年之后也仍保持着较高的效力。最后,由于存在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出

口多元化的因素、各类不可观测的波动因素,图形并不能完全反映出FDI的真实效应,本文将在

下文中采用倍差法,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多元化水平的促进效应进行更为细致严谨的

分析。

四、基准检验结果及稳健性分析

本节汇报利用倍差法进行计量分析的基准回归结果,以揭示中国出口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

企业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同时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并进一步揭示FDI的动态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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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回归模型(4)所得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前三列、中间三列和最后三列分别是以出

口额、出口产品数量和出口产品赫芬达尔多元化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每类回归结果中分

别列示了只加入倍差项和企业、年份固定效应,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和最终加入目的国固定效应的

回归结果。表中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加入各类控制变量或目的国固定效应,出口额、出口产品数和出

口产品多元化指数的双重倍差项TreatPost变量系数均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三类结果

中,出口额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企业向目的国整体的出口销量,出口

产品数的回归结果则进一步显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企业向目的国的出口产品数量。
而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的回归结果则表明增加了出口额和产品数量之后的投资企业,其向目的国的

出口结构更为多元。这三个维度的结果共同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确实显著促进了企业向相应目

的国的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7) (8) (9)

TreatPost 1.798***
(53.70)

1.476***
(45.91)

1.207***
(37.78)

0.724***
(50.22)

0.579***
(41.83)

0.481***
(34.85)

0.141***
(34.35)

0.113***
(27.83)

0.095***
(23.33)

lnGDP 0.434***
(128.12)

0.045
(0.50)

0.168***
(114.87)

-0.026
(-0.68)

0.033***
(78.29)

-0.010
(-0.84)

lnIncome -0.148***
(-33.72)

0.550***
(12.34)

-0.017***
(-8.91)

0.297***
(15.44)

-0.004***
(-6.50)

0.057***
(10.11)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控制 否 否 控制 否 否 控制

R2 0.205 0.294 0.328 0.343 0.419 0.445 0.315 0.356 0.372

样本数 167647 158678 158678 167647 158678 158678 167647 158678 158678

  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同此注。

(二)对照组的稳健性分析

表3中回归结果所使用的对照组数据,是本文通过PSM 匹配所得到的对照组企业向所有

的出口目的国的出口数据。在表4中,本文进一步汇报了使用相同的实验组数据,但是将对照

组数据限定于出口目的国与投资目的国一致的数据。在加入这一限制之后,由于对照组的出口

目的国进行了限制,对照组的样本量和整体回归的样本量有一定程度的缩减。具体回归结果如

表4所示。

表4 对照组的稳健性检验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7) (8) (9)

TreatPost 0.377***
(8.25)

0.384***
(8.44)

0.348***
(7.73)

0.204***
(9.73)

0.196***
(9.49)

0.172***
(8.47)

0.033***
(5.57)

0.031***
(5.22)

0.025***
(4.18)

lnGDP 0.248***
(16.26)

-1.322***
(-7.41)

0.085***
(12.21)

-0.917***
(-11.40)

0.015***
(7.50)

-0.199***
(-8.38)

lnIncome 0.282***
(15.78)

0.970***
(13.51)

0.199***
(24.44)

0.570***
(17.60)

0.027***
(11.56)

0.110***
(11.57)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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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7) (8) (9)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否 否 控制 否 否 控制 否 否 控制

R2 0.681 0.693 0.706 0.740 0.754 0.768 0.655 0.661 0.668

样本数 35563 35149 35149 35563 35149 35149 35563 35149 35149

表4中结果显示,在就对照组数据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之后,倍差项TreatPost变量的回

归系数均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在考虑了对照组的可能变化影响因素之后,即
使就对照组的数据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因而缩减了大量对照组数据和整体回归数据量,对外

直接投资促进产品多元化的效应仍是显著而稳健的。
(三)动态影响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了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各年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平均促进效应。
本文进一步就这一效应的动态影响进行分析。利用回归模型(5)所得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数据

允许的条件下,本文考虑了对外直接投资之后五年内的动态效应。

表5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影响分析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TreatPost1 1.249***
(19.62)

1.274***
(19.78)

0.527***
(19.13)

0.522***
(18.80)

0.099***
(12.22)

0.099***
(12.10)

TreatPost2 1.275***
(19.49)

1.277***
(19.26)

0.541***
(19.11)

0.530***
(18.50)

0.104***
(12.49)

0.103***
(12.14)

TreatPost3 1.173***
(17.10)

1.162***
(16.75)

0.468***
(15.76)

0.462***
(15.43)

0.093***
(10.59)

0.092***
(10.42)

TreatPost4 1.155***
(15.76)

1.144***
(15.41)

0.463***
(14.61)

0.454***
(14.18)

0.095***
(10.09)

0.094***
(9.92)

TreatPost5 1.154***
(15.06)

1.166***
(14.98)

0.419***
(12.64)

0.426***
(12.69)

0.085***
(8.67)

0.087***
(8.78)

lnGDP
0.054
(0.60)

-0.023
(-0.58)

-0.009
(-0.78)

lnIncome 0.538***
(12.06)

0.292***
(15.15)

0.056***
(9.93)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25 0.327 0.437 0.445 0.366 0.372

样本数 167642 158678 167642 158678 167642 158678

表5结果显示:首先,对出口额、出口产品数和出口产品多元化三个衡量指标,TreatPost1、
TreatPost2、TreatPost3、TreatPost4和TreatPost5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是长期而持久的,至少在五年内对企业的出口产

品多元化有持续的促进效应;其次,对所有出口多元化被解释变量,TreatPost1、TreatPost2、Treat-
Post3、TreatPost4和TreatPost5变量的回归系数在第二年达到最大,随后则具有递减性质,表明对

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产品多元化促进效应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年达到最大,随后这一促进效应

则逐年递减;最后,这一促进效应虽然具有随时间递减的现象,但即使是到了效应最低的第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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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Post5变量的系数大小仍旧显著而巨大,表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多元化促进效

应可能在第五年之后的年份中仍有显著作用。

五、机制分析

本部分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的机制。一方面,产品多元化程度的动

态变化由产品进入或退出构成,需要对这一微观机制进行展开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对本文理论模

型所提出的经济机制进行验证。
(一)产品进入与退出:微观机制检验

企业产品多元化提升的微观机制,可能来源于两个维度:(1)企业向目的国出口了新的产品;
(2)已经向目的国出口的产品退出市场减少,并同时由此导致的每个产品在该出口市场上存活持

续时期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企业产品多元化的结果可能是这两个维度机制的综合效应。
本小节从这两个维度入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就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多元化效应进行细致的机制

分析。
利用企业产品出口年度数据,可以通过观察企业的某个产品在前一年和本年度是否向某一特定

国家进行了出口,来定义新产品进入或老产品退出。即若企业的该产品在前一年未向该国家出口而

本年度向该国有出口,则定义该产品为到该国的“新产品”;若在前一年有出口而本年度无出口,则定

义该产品为从该国“退出产品”。对每个产品与每个目的国,同时可以根据类似的方法计算每个产品

的出口持续时期,即截至计算年份当年,每个出口关系在相应目的国存活的持续时间。注意到可能

存在的产品“中断出口”现象对产品进入退出度量的可能影响,本文考虑了这一因素的影响之后,结
果没有发生改变。在确定了进入退出的出口关系和每个产品的出口持续时期指标变量之后,本文进

一步计算了每年每个企业向每个国家出口的新产品总数,以及退出产品占全部产品的比例作为被解

释变量,利用倍差法主回归模型(4)进行回归分析。在以每个产品的出口持续时期变量为被解释变

量的回归中,本文进一步加入了产品层面的固定效应。在所有回归模型中,本文进一步加入了企业

向目的国的平均产品出口额、出口产品数量和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企业出口

多元化对产品进入、退出以及出口持续期的可能影响。

表6 产品进入、退出及持续期

被解释变量
新进入产品数 产品退出率 每个产品出口持续期

(1) (2) (3) (4) (5) (6)

TreatPost 0.227***
(20.25)

0.018**
(2.24)

-0.050***
(-7.60)

-0.040***
(-6.12)

0.105***
(38.12)

0.092***
(32.63)

lnGDP 0.101***
(4.30)

-0.038*
(-1.95)

-0.159***
(-16.17)

lnIncome 0.039***
(3.35)

0.022**
(2.39)

-0.135***
(-28.31)

Average_export
-0.005***
(-9.56)

-0.007***
(-17.24)

0.013***
(33.56)

Product_number 0.020***
(218.02)

-0.001***
(-14.72)

0.001***
(68.55)

Herfd_ind
1.293***
(243.89)

-0.025***
(-5.95)

0.116***
(41.11)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产品固定效应(HS6) 控制

R2 0.404 0.714 0.176 0.181 0.318 0.328
样本数 162527 153896 151094 143389 1116938 1068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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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第(1)(2)列是以新进入产品数量(取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3)(4)列是以产品

退出率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5)(6)列是以产品出口持续期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

每类回归结果的前一列只加入了倍差项和企业、年份、目的国固定效应,后一列则进一步加入了各类

控制变量。如结果所示,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新进入产品数回归结果中倍差项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产品退出率回归结果中倍差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产品出口持续期回归结果中倍差项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企业向目的国出口了更多的新产品,老
产品的退出率也随之下降,并且每个产品在目的国的存活持续时间也随之增长。因此,企业对外直

接投资同时促进了新产品的出口、减缓了老产品的退出并增加了产品的持续期,这些因素同时促使

了企业产品多元化的提升。
(二)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效应:经济机制检验

上文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克服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出口产品多元化的理论机制,并引出本文的假

说2,即伴随着目的国贸易壁垒的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元化促进效应也随之提升。通过可变贸易

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两个角度,利用三重差分回归模型(6),本部分对假说2进行验证。

1.贸易可变成本的影响。首先,利用三重倍差法模型(6),引入目的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及其

与倍差项的交互项,得到结果具体如表7所示。在前述已有结论的基础上,表7结果显示,一方面,
平均关税水平Tariff变量单独项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目的国关税水平的上

升降低了企业向该国出口的产品多元化水平。平均关税水平越高,企业向该国出口产品的难度越

大,企业出口只能集中于少数产品上,从而使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下降。因此,较高的关税水平

同时在集约边际和广延边际两个维度上阻碍着企业向目的国的出口行为。另一方面,目的国平均关

税水平与倍差项的三重交叉项TreatPost·Tariff系数为正,且始终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对于关税水平越高的目的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对其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关税水平较低

的目的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目的国市场的搜寻匹配、信息获取以润滑其出口所面临的成本,当
目的国的贸易成本越高时,在此体现为目的国进口关税水平越高,这一润滑作用更为显著。

表7 目的国关税水平差异影响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TreatPost·Tariff
7.864***
(8.03)

7.288***
(7.40)

5.152***
(12.24)

4.898***
(11.58)

1.061***
(8.45)

1.007***
(7.99)

TreatPost 0.822***
(11.86)

0.863***
(12.35)

0.215***
(7.21)

0.230***
(7.69)

0.036***
(4.08)

0.040***
(4.45)

Tariff
-1.237***
(-3.33)

-0.947**
(-2.44)

-0.932***
(-5.84)

-0.752***
(-4.51)

-0.260***
(-5.46)

-0.231***
(-4.66)

lnGDP
-0.142
(-0.93)

-0.108*
(-1.65)

-0.033*
(-1.69)

lnIncome 0.563***
(8.03)

0.304***
(10.10)

0.063***
(7.03)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19 0.322 0.458 0.462 0.382 0.386

样本数 98205 96156 98205 96156 98205 96156

其次,另一种有效表示企业所面临的可变贸易成本的代理指标是企业向目的国出口时所需要支

付的特定报关成本。与Ahnetal(2011)相同,本文使用各目的国进口所需进口报关时间和进口报关

成本两个指标进行代理,同时利用模型(6)进行三重倍差回归,得到结果如表8所示。表中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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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论是对哪一个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标,也不论是以报关时间还是报关成本作为代理变量,三重倍

差项的系数均为正,表明对于进口报关成本(ImpCost)、进口报关时间(ImpTime)越高的目的国,企
业进行FDI对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越强。

通过以上两项分析,本文可以发现,对于贸易可变成本越高的目的国,企业进行FDI对出口产品

多元化的提升效应越强,表明FDI缩减了企业在目的国进行出口所面临的壁垒,贸易可变成本越高

的目的国具有越强的促进效应。

表8 目的国进口成本差异影响①

报关时间 报关成本

(1) (2) (3) (4) (5) (6)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

多元化指数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

多元化指数

TreatPost·
ImpTime(Cost)

0.115***
(5.30)

0.084***
(8.79)

0.019***
(6.91)

0.363***
(5.33)

0.137***
(4.60)

0.019**
(2.12)

TreatPost 0.876***
(11.04)

0.224***
(6.43)

0.034***
(3.36)

-0.836**
(-2.11)

-0.303*
(-1.75)

-0.012
(-0.24)

lnGDP
0.074
(0.68)

0.013
(0.28)

0.006
(0.43)

0.054
(0.46)

-0.024
(-0.47)

0.008
(0.51)

lnIncome 0.561***
(11.70)

0.284***
(13.51)

0.052***
(8.36)

0.759***
(13.72)

0.367***
(15.18)

0.067***
(9.41)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38 0.434 0.362 0.341 0.438 0.364

样本数 124480 124480 124480 109306 109306 109306

2.贸易固定成本的影响。贸易壁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固定贸易成本。借鉴钱学锋

(2010)的做法,本文使用各个目的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作为固定贸易成本的代理变量,探究FDI对

不同贸易固定成本目的国的异质性影响。同样利用模型(6),将目的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引入模型

中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目的国贸易自由程度差异影响②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TreatPost·
TradeFreedom

0.651***
(6.98)

0.573***
(6.11)

0.405***
(10.13)

0.371***
(9.23)

0.088***
(7.41)

0.081***
(6.76)

TreatPost 0.386***
(3.05)

0.490***
(3.85)

-0.031
(-0.58)

0.011
(0.20)

-0.016
(-1.01)

-0.007
(-0.43)

TradeFreedom -0.080***
(-4.39)

-0.076***
(-3.81)

-0.033***
(-4.23)

-0.029***
(-3.43)

-0.007***
(-3.10)

-0.007***
(-2.61)

lnGDP
0.017
(0.16)

-0.002
(-0.03)

-0.001
(-0.08)

lnIncome 0.530***
(10.68)

0.276***
(13.00)

0.054***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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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进口报关时间与成本原始数据不随时间变化,在控制目的国固定效应之后其值被吸收,故而在表中没有

该变量单独项的结果汇报。
注意到为与前两个指标的变动方向的经济学含义保持一致以便于观察分析,本文采用各国中的最高得分与各

国得分的比值进行衡量。比值越高,表明该国的贸易越不自由、贸易固定成本越高。



续表9

被解释变量
出口额 出口产品数 出口产品多元化指数

(1) (2) (3) (4) (5) (6)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目的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323 0.326 0.451 0.455 0.376 0.379
样本数 142519 139148 142519 139148 142519 139148

表9中结果显示,一方面,TradeFreedom 变量系数为负,表明目的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低,企
业出口难度越大,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越低。各类贸易壁垒的存在是阻碍企业出口的重要因

素,这些贸易壁垒不仅仅在集约边际上制约着企业向目的国进行出口,也同时在广延边际上阻碍着

企业向目的国出口更多的产品种类。另一方面,三重倍差项TreatPost·TradeFreedom 的系数为

正,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当目的国的贸易自由化程度越低时,企业向该国进行

FDI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这一结论也与本文的理论模型所得结论相契合,也与以可

变贸易成本所得结论相似。贸易壁垒抑制着企业出口多元化水平,而企业进行FDI则会通过缩减贸

易成本进而促进出口多元化水平的提升。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既有文献研究发现,产品多元化的出口企业,拥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效率,在国际贸易发展过

程中有主导权,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关键。企业向目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意味

着企业必须对目的国的市场信息、营商环境等具有充分的探寻和认知,这些活动均为企业的出口提

供了便利,进而降低企业向当地的出口成本,增加企业新产品出口、减少老产品退出市场、延长出口

关系存续时期,提高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有鉴于此,本文讨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出

口产品多元化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本文研究发现,首先,以多个指标对企业出口产品

多元化进行衡量,对外直接投资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多元化,且这一促进效应至少在五年之

内都具有显著的效果。其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新产品进入、抑制了老产品的退出并延长了

企业出口产品的持续期。最后,对于贸易可变成本或固定成本越高的目的国市场,企业对外直接投

资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促进效应越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新时期我国如何建设贸易强国、开放大国提出了新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需

要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多元大型企业作为支撑。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实现出口结构转

型升级的压力日渐上升,企业“走出去”利用外国市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要求和步伐均日渐加速。本

文结论显示,结合这两个目的,以“走出去”促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将具有很好的政策效果。出口结构转

型升级的目的之一就是做大做强出口企业,夯实对外贸易的微观基础。促进出口企业“走出去”进行对

外直接投资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出口企业依据自身出口经验,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之时面临的阻碍相比非出口企业而言更小、成功的概率更大;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将促进企业进

一步向目的国的出口行为,这一促进效应不仅体现在企业的出口量上,更体现在对出口产品多元化的提

升上。因此,促进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做大做强我国出口企业的重要实现途径。相关部门在引导企

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应特别关注出口企业的投资需求和意向,可以适当出台针对出口企业的对外直接

投资优惠政策,帮助出口企业做大做强,为实现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和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基础。
在后续研究中,本文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进一步拓展。第一,产品多元化与企业绩效的理论和经

验研究都非常多,但关于中国企业的规范研究还非常少,这是本文研究的前提,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

讨论。第二,本文还只是就对外投资的本地化信息优势这一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如果能有进一步

关于企业对外投资的详细数据,能够结合对外投资的产业类型、技术特点等方面,这对于理解对外投

资和对外出口的关系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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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wardDirectInvestmentandtheProductMixofExporters

YANGRudai WUQunfeng
(PekingUniversity,Beijing,China)

  Abstract:BasedonthematchingdataofChinesecustomdataandChineseoutwarddirectinvestmentdatabe-
tween2000and2010,thispaperinvestigatesthecausaleffectoffirmsoutwarddirectinvestmentonfirmsexport

productscope.UsingpropensityscorematchingmethodtoconstructthecontrolgroupoffirmsaswellastheDiffer-
ence-in-Differencemethod,wefindthatfirmsoutwarddirectinvestmentstronglypromotetheexpansionoffirmsex-

portproductscopeandtheeffectisbothsignificantandrobust.Wefurtherinvestigatetheunderlyingmechanismand
findthatfirmsoutwarddirectinvestmentinducesmorenewproductstoenterthehostingcountry,decreasestheexit
rateofexistingproducts,andprolongthesurvivalperiodofeachexportingproduct.Wealsofindthatforhosting
countrieswithhigherimportbarriers,theeffectofoutwarddirectinvestmentonfirmsexportproductscopeishigher,

whichisconsistentwithourtheoreticalprediction.
Keywords:ChineseOFDI;Export;ProductMix;Trade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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